
 

 

对外援助与国际影响力：来自中国经济复兴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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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援助作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利于受助国的社会发展，也提升

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文章利用 2000−2014 年中国对外援助和联合国投票数据，评估了中国对外援

助的效果。结果显示：第一，援助显著增加了受助国对中国立场的认可度，进而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

响力；第二，在作用机制方面，援助促进了受助国的工业和社会发展，传播了中国的廉政文化，从而

正向影响了当地居民对中国的积极评价。文章的分析和结论对中国特色援外理论体系的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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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近 10% 的年增长率飞速发展，中国 GDP 占世界 GDP

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3.2% 增至 2020 年的 18.6%。①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崛起，中国在处理国际事

务中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强调企业和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力图提升中

国的国际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8 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着

力推进国际文化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

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在此背景

下，贸易、投资和援助显然是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媒介。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外援助，并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衷

相悖，西方媒体片面地歪曲中国的对外援助，强调中国对外援助带给非洲失业和经济衰退。这

些报道的主观判断一方面显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进行严谨的实证

研究为中国正名的紧迫性。

为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正面形象并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本文对中国对外援助的影

响这一话题进行更为详尽的分析。由于受助国在国际事务中与中国是否立场一致可以体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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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作为比较，2020 年美国和日本的 GDP 占世界 GDP 的比重分别为 16% 和 4%。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具体网址

为：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PP.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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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助国的影响力，因此本文使用受助国在联合国大会决议中与中国投票一致的频率测度其在

国际事务中对中国立场的认可，进而衡量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本文使用的面板数据为 2000−2014 年

111 个受助国与中国的联合国投票一致频率和中国对外援助数据（AIDDATA）合并得到。简单的

一般最小二乘法（OLS）分析并不能帮助本文获得对外援助影响受助国在联合国投票行为的因果

效应，因为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往往获得更多援助（逆向因果），而且难以测度的历史、文化、地

理等遗漏变量也可能同时影响受助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决定（遗漏变量偏误）。为剥离出

援助的外生部分以得到其无偏估计，这里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本文的工具变量由两

部分的乘积决定，第一部分是时间序列上由中国经济崛起引致的钢铁产量的增加，第二部分为

横截面水平上受助国在样本期间接受中国援助的可能性。由于钢铁产量变化主要由中国经济崛

起引致，而后者源于自身制度改革，因此中国钢铁产量变化对受助国是一个外生的供给冲击，符

合 2SLS 的预设条件。整体而言，本文使用的 2SLS 逻辑与双重差分模型相似。具体而言，这里先

计算了受助国在中国钢铁产量高与低的年份里在联合国与中国投票一致比例的差异，然后比较

该差异在接受中国援助可能性高与低的国家是否显著不同。

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本文将援助（特别是中国对外援助）作为关注点，

探讨一国的经济崛起是否通过援助这一工具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影响力，该研究视角具有新意。

第二，在探讨中国对外援助影响的文献中，学者们大多以更细小单位的 OLS 方法探讨相关性而

非因果关系，这无法为政府提供具体的政策指引。本文利用由中国经济崛起引致的对外供给冲

击构造基于双重差分的工具变量（Isaksson 和 Kotsadam，2018；Wegenast 等，2019），对所提问题的

探索有方法论上的创新。第三，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反驳了一系列国外媒体和学术文章“抹黑”中

国对外援助的相关论点，使用严谨的实证方法对中国对外援助给出了全面阐释。

二、背景介绍与研究假说

（一）背景介绍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模板（人民日报，

2019）。当前，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通过学习中国模式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在“走出去”战略的

倡导下，中国政府也会持续为其提供更多的援助。中国的对外援助最早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

初期援建非洲大陆的坦赞铁路。据人民日报 2019 年报道，在半个世纪前，中国还向亚非拉 66 个

国家派遣援外医疗队以提高受助国人民的健康状况。2000 年以来，随着中非论坛、中国−东盟

领导人会议、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倡议等活动的进行，中国的对外援助呈

现出类型多样化和规模增大的特点。援助类型在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基础上增加了

债务重组、出口信用保险、技术支持和奖学金项目。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是主要的援助形式，

以 2014 年为例，这两种类型金额占总援助额的 71.0%；援助内容从单一的基建项目向教育、医

疗、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发展，如国民健康项目的援助金融在 2014 年占据总援助额的 7.5%，相

较于 2000 年的 0.9% 有较大提高。从规模来看，以 2010−2012 年为例，中国对外援助项目总金额

约为 137.160 亿美元，占国民总收入的 0.1%，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对外援助国。①在受助对象方

面，根据 AIDDATA 数据库，中国援助覆盖最广、受惠金额最多的地区为非洲（51 个国家）和亚洲

（37 个国家），分别占总援助额（2000−2014 年）的 33.6% 和 32.7%，其中受到援助最多的 3 个国家

为俄罗斯、巴基斯坦和埃塞俄比亚，分别占比为 9.6%、7.3% 和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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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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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假说

为厘清中国对外援助影响其国际影响力的内在机理，我们可以用以下框架进行理解。由于

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覆盖了世界上重要的经济、政治、军事与安全等问题，因此一国在联大的投

票态度可以体现其在国际事务上的立场。基于此，本文定义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为该国与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立场一致的比率。为构建一国投票一致比率的效用模型，假设中国前期援助

产生的作用影响受助国的后期效用水平，进而影响该国在后期是否与中国保持相同立场（与中

国投票一致的频率）。影响一国投票一致比率的效用模型如下：

maxU it = u (CE it,S it)

s.t.


CE it = ce(Git− j, Iit− j,Eit− j)

S it = si
(
Git− j, Iit− j,Eit− j,Ait− j

)∑
i Ait− j ⩽ Āt− j

（1）

Uit i t CE it i t

Git− j i t− j Iit− j i t− j Eit− j

i t− j S it t− j i t

Ait− j i t− j Āt− j t− j

其中，效用 表示受助国 第 期的效用水平； 表示影响受助国 第 期效用水平的其他变量函

数，其中， 表示国家 第 期的经济增长水平， 是国家 第 期的政府治理理念， 为国

家 第 期的人均受教育程度； 表示第 期的中国援助对国家 在第 期产生的正向效应，

表示中国对国家 在第 期的援助规模； 为 期中国规划的总援助。根据假设，我们需

在选择约束下最大化效用水平。

∂Uit

∂Ait− j

⩾ 0 t− j

t− j t

t

t
∂Uit

∂Ait− j

⩽ 0

对目标函数关于援助规模求导，当 时，基于受助国第 期的状态，如果中国第

期援助在第 期带来公共产品供给增加（Desrranno 等，2020）、就业率提升（Oya 和  Schaefer，
2019）等经济收益，说明中国援助提高了受助国在第 期的效用水平。基于提高效用水平的考虑，

受助国在第 期的国际事务中与中国立场一致的意愿更强，提高了中国对受助国的影响力；反

之，若中国援助恶化了受助国现状（如援助增加了受助国爆发内战的可能性），即 ，则受

助国与中国的立场将更为不同。①

j i Ui j = u
(
PE i,PI i,VE j

)
PE i

PI i VE j j

Ui j VE j = u (PE i,PI i)

根据政治学关于投票行为理论的研究，投票人对某项决议是否支持主要考虑个人的意识形

态（ideology）、个人以及选民的利益（Peltzman，1984；Kau 和 Rubin，1979）。比如，在美国众议院

关于议案的投票中，立法委员（Legislator）主要考虑议案是否符合自己的意识形态以及议案的通

过是否给自己选区民众带来福利水平的提升（Levitt，1994；Snyder 和 Groseclose，2000）。相应地，

在我们研究联合国的决议投票中，各国代表在自身及其代表政府的意识形态、自身利益和自己

本国民众利益的约束下进行是否支持某议案的决策（Dreher 和 Sturm，2012）。具体而言，来自于

国家 的代表 最大化 ，其中， 为国家代表及其背后政治家群体的经济利

益， 为国家代表及其背后政治家群体的意识形态， 为国家 的普通民众的经济利益及福

利。在此，我们假设函数 中各项的一阶偏导为正，且预算约束为 ，也就是普通

民众的经济利益受到政治家利益及意识形态的制约（当政治家的利益或意识形态与民众的利益

不一致时，该预算约束的一阶偏导为负）。

PE i VE j

PE i

PE i VE j

具体到本文，援助不仅可以增加 ，还可以提高普通居民的福利 ，进而使得受助国倾

向于援助国在联合国的决议立场。Dreher 等（2019）发现非洲各国的政治家为自身选举的需要

（ ），将中国的对非援助更多地分配到他们的出生地以博取更加牢固的选票，这种现象在选举

的年份更加突出。同时，援助增加了受助国政治家控制的资源，这变相增加了受助国政治家的

权力，也是 增加的部分原因。援助提高居民福利 的作用不言而喻，也是中国进行对外援

  2023 年第 7 期

① 除了使用与中国投票一致频率外，本文将在下文中使用其他方法测度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后期分析中 j 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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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 j助的初衷和援助本身的定义（by definition）。 的提高是否可以转化为代表在联合国支持中国

立场，关键在于代表及相关政治家关心居民的生活并认可和支持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若受助

国为民主制国家，政治家由选民选出，无论是选举前的承诺还是职位的义务要求，政治家都会努

力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并认可援助这种提高居民福利水平的工具；若受助国为非民主或半民主

制国家，政治家对民众福利的关心程度取决于政治家是否英明（Acemolgu 和 Robinson，2012），但

即使对于不够开明的政治家，也不会转而反对援助这种明显帮助民众的国际政治工具，因为“水

能载舟，亦能覆舟”，只有民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政府官员一心为公，政府才更有公信力，民

众才会更加拥护其领导，政府领导的权力才更加巩固。

综上所述，接受并吸引对外援助不仅可增加受助国政府领导的利益，还能提高本国居民的

福利水平，从而导致受助国政府更倾向于支持援助国在联合国的立场。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待

检验的研究假说：中国对非援助使得受助国在联合国投票时更趋向于支持中国的立场。

PE i

VE j

VE j

在机制的实证检验方面，Dreher 等（2019）提供了一个政治家利益 增加的例子，本文重点

提供援助增加 的相关证据。根据对外援助白皮书，中国对外援助接近 80% 的资金都直接用

于受助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基础、发电项目、信息网络以及医疗设施。基础设施建设

可以有效促进上下游产业的发展，这不仅可以促进就业（Oya 和 Schaefer，2019），而且还能提高

居民收入水平：一方面，投资建设带动上游产业（如基建材料行业）产出的增加，进而通过投资乘

数效应带动区域工业发展（王雨飞和倪鹏飞，2016）；另一方面，基础设施降低了运输成本，打破

了市场分割边界，从而克服了距离对工业发展的限制（张学良，2012）。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开展深层次、多样

化、重实效的思想情感交流，善于用外国民众容易接受的方式，让他们更好了解和体验中华文

化”。中国对外援助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代表了国家形象，也需要在对外援助过程中潜移默化

地宣传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受助国通过援助的初期接洽、物资运输、项目建设以及后期运

营过程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学习中国发展模式。 的增加在中国文化传播的加持下会体现在

居民对中国的主观评价上。本文会在实证部分使用调研数据具体检验接受中国援助较多的国家

是否对中国持有更正面的评价以验证该渠道。

三、变量、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基于受助国与中国立场是否相同反映中国对受助国的影响力。对于受助国与中国立

场是否相同的测度，本文采用了在联合国大会决议中受助国与中国投票一致的频率。联合国大

会由全体会员国的代表组成，每一位会员国都有一个投票权。大会于每年的 9−12 月召开，先于

9 月开展一般性辩论，产生议题。多数议题会被交付六个主要委员会（经济类、人权类、核安全

类、武器控制、巴勒斯坦动乱与殖民类）讨论，以形成大会决议。这些决议案会交付联合国大会

审议，以决定是否正式采用。联大的最终召开需要有超过一半的会员国出席，会员国的投票选

择包括赞成、反对与弃权，其中大部分重要问题决议的通过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多数出席成员国

投赞成票。

在数据方面，我们使用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Erik Voeten 教授建立的“联合国大会投票

数据库”来构建本文关注的因变量。①该数据库记录了联合国各成员国在联合国大会（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唱名表决（Roll-call Vote）的投票情况。虽然投票记录是基于各国自身考

车    翼、贺晓宇、张    燕：对外援助与国际影响力：来自中国经济复兴的证据

① 资料来源：https://dataverse.harvard.edu/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LEJUQ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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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的内生结果，但仍然被广泛应用于国际政治的研究中（Dreher 等，2008），比如 Berger 等（2013）
使用该投票数据测度受美国中央情报局干预国家与美国的政治倾向距离。数据库的记录起始

于 1946 年，更新于 2019 年，期间涉及的国家数量在时间上的变化与加入联合国的国家数在时

间上的变化一致，都呈现出稳步上升趋势。该数据库共涉及六类决议（Resolution），分别为“与巴

勒斯坦冲突相关决议”“核武器和核材料相关决议”“军备控制与裁军相关决议”“殖民主义相关

决议”“人权相关决议”和“经济发展相关决议”，其中，与人权相关的决议是中美分歧较大的一

项。由于援助数据样本期的限制，这里只能利用 2000−2014 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进行分

析。由于自变量−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援助数据只报告了 2000−2014 年的 138 个国家，①去除

没有联合国大会投票记录的国家（Cook Island，Serbia，Niue 和 Yemen）以及样本期间与中国投票

一直相同的国家后，本文的回归样本包含了 111 个国家（非洲 42 个、亚洲 26 个、中东欧 12 个、

拉丁美洲 22 个、大洋洲 9 个，其中 94 个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②

对因变量的具体构造分为以下三个步骤：首先，选取中美投票不一致的决议（中国投“Yes”
而美国投“No”或相反）。其次，对以上选取的决议，基于国家−年份−决议水平，确定国家投票

分数，1 代表该国与中国的投票一致（该国与中国都投“Yes”或都投“No”），0 代表该国与中国的

投票不一致（如一方投“Yes”而另一方投“No”），0.5 代表该国缺席或弃权。③最后，将国家−年份−决议

水平的分数在国家−年份水平上取平均值，得到的分数越高代表该国与中国在对应年份投票一

致的频率越高。

核心自变量−援助项目价值来自于 AidData （A New Global Chinese Development Finance
Dataset V1.0）数据库（Bluhm 等，2018），该数据库详细统计了 2000−2014 年中国对 138 个国家的

援助情况。具体援助被分为三类，分别是官方发展援助（ODA，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符
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援助的设置标准、优惠度高的政府开发援助，如利率优惠贷款）、其他

官方援助（OOF，Other Official Flows；不符合 ODA 标准，以促进出口和双边贸易为目的的官方贷

款，如出口信贷和贷款重组）以及模糊援助（Vague Flows；不符合前两项标准，来源模糊、内容混

合的援助类型）。数据库涉及的项目总数约 4  281 个，总金额达 2.95 亿美元现值（2014 年不变

价）。本文使用 log 形式的援助总价值作为核心自变量，单位是 2010 年不变价美元。在稳健性检

验中，为探讨驱动回归结果的援助类型，本文会使用三类不同援助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样本

回归。

在控制变量方面，本文加入了可能影响与中国投票一致比率的基本特征。人均 GDP 用以

描绘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该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测度

国家受教育程度的数据来源于 Barro 和 Lee（2013）构建的数据库，使用一国 25 岁以上人口中接

受小学教育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来表示。由于国家的规模可能影响其在联合国的话语权，因此

本文控制了国家人口总量（世界银行数据库）。由于政治制度相近的国家可能会有相同的政治

诉求而持有相同的决议观点，因此本文在回归中控制了一国的民主化水平，该测度来源于自由

屋数据库（https://freedomhouse.org/），民主变量的变化范围为 1−7，1 代表最高水平的民主化程

度。在基准回归样本中，不同国家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时间不同，比如哥斯达黎加在

2007 年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而中国与牙买加的正式外交关系在 1983 年就已经建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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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注意可能存在如下两种情况：中国对单个国家在 2000−2014 年的援助金额一直为 0 或者中国对单个国家在 2000−2014 年之间某一年

或某几年的援助金额为 0。

② 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标准来自于世界银行。

③ Thacker（1999）认为“缺席”或“弃权”同样代表了该国对决议的态度，因此在因变量的构建中本文按照此方法对投票分数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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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时间长短会影响其在联合国与中国投票的一致性（http://www.fmprc.
gov.cn/web/）。工具变量的构造使用了中国钢铁的年人均产量，该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在后续的讨论中，本文将使用木材、水泥等变量替换钢铁，以考察工具

变量内在逻辑的自洽性。①

四、识别策略

为检验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否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本文构建如下的回归模型：

Voteit = δi+ωt−2+βAidi,t−2+X ′

i,t−2θ+εi,t−2 （2）

Voteit i t

Aidi,t−2 i t−2

β

β i i

X ′

i,t−2 i t−2 Voteit

δi

i ωt−2

i

εi,t−2

其中，被解释变量 表示国家 在年份 的联合国大会所有决议中，与中国投票一致的平均比

例（比如，同为“Yes”或者同为“No”）。在基准回归中，仅使用中美态度相反的决议构建因变量

（Thacker，1999；Dreher 等，2008）。②
核心解释变量为 ，反映国家 在 年接受中国援助的

价值（log）。这里之所以选取滞后 2 年的自变量，是因为援助项目从承诺至实施完成平均需时

664 天，所以这里预留 2 年时间以使自变量有足够的时间发生作用（Dreher 等，2021）。 为本文

关注的估计系数，若 的估计值大于零，则表示中国对国家 的援助使得国家 在联合国大会的决

议中与中国投票一致的频率增加，该国与中国立场更加一致，提升了中国对该国的影响力。向

量 为一系列国家 在 年的特征变量，这些变量有可能影响其在联合国与中国投票的一致性 ，

包括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Barro 和 Lee，2013）、人口数量、民主程度（Acemoglu 等，2008）
以及与中国建交的时长。 为国家层面的固定效应，用以控制国家层面不随时间变化而又影响

国家 在联合国投票的特征因素（包括面积、崎岖度、与赤道或中国之间的距离等）。 为年份固

定效应，用以控制对所有国家作用一致的宏观经济和政策因素，且这些因素可能影响国家 对中

国的态度，比如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世界银行的整体对非政策等。 表示估计模型的误差项。

在所有回归中，为解决面板数据的序列相关问题（Bertrand 等，2004），本文使用聚类在国家水平

的稳健标准误。

i i i

i

i β

上述方程（1）可以为援助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提供解释，但也存在相关内生性问

题。例如，中国与国家 在联合国的投票一致性可能影响中国对国家 提供援助的概率；国家 与

中国的一些历史关联因素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中国选择国家 进行援助的标准无法判断或者国

家 出于自身获得援助的诉求选择与中国投票一致都可能导致方程（1）高（低）估系数 ；并且，

Bluhm 等（2018）构建的援助数据并非绝对准确，因为中国或受助国政府并没有明确公开援助的

实际数值，所以自变量的测量误差也有可能导致本文低估援助对投票一致的作用。

为了解决回归中的内生性问题，需要一个中国对外援助的外生变化。在此，本文利用中国

经济崛起源于中国自身改革这一事实加以解决（林毅夫，2012），因为源于中国内部体制改革的

经济崛起对他国是一个外生冲击。由于钢铁工业是支撑其他行业发展的基础，因此中国尤为重

视推动钢铁产业发展，不惜大幅收购并补贴钢铁企业来增加钢铁产量。然而，随着钢铁库存远

超出经济稳定增速对钢铁的需求，钢铁产业也逐渐处于产能过剩状态（Stratfor，2016；Dreher 等，

2019）。③另外，由于经济发展是中国官员晋升的重要考核指标，钢铁产量因其战略意义备受地

方官员关注，导致过度生产和储量过大的情况（周黎安，2007；Dreher 等，2019）。以上原因加之

车    翼、贺晓宇、张    燕：对外援助与国际影响力：来自中国经济复兴的证据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具体网址为：http://www.stats.gov.cn/。

Voteit =

∑S
s=1 rits

S
,rits =


1

0.5
0

② 因变量的构建可用以下公式来表示： 。

③ 参见 Stratfor：The Story of Steel in China，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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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对外援助大多数为使用钢铁较多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占比约 90%），因此从 2005 年开

始，中国政府认可援助是解决钢铁等行业产品库存积压的可行途径之一（Copper，2016）。

i

i

综上所述，中国的对外援助来自国内自身改革，对受助国是一个供给上的冲击而非受助国

的自身需求，这里可以使用中国对外援助前一年的钢铁产量来捕捉中国当年的对外援助能力，

搭配受助国得到中国援助的可能性，据此构建中国对国家 援助的工具变量。本文具体设计并构

造以下基于双重差分的工具变量（Dreher 等，2021），剥离出中国对国家 援助在方程（1）中的外生

部分。第一阶段的估计方程如下：

Aidi,t−2 = δ
′

i +ω
′

i +β
′

(Gt−3×Pi)+X ′

i,t−2θ
′
+ε

′

i,t−2 （3）

Gt−3×Pi Pi =
1
13
∑2014

2002 Di,t−2 Di,t−2

i t−2

Pi Gt−3 t−3

Gt−3 Pi

其中， 为工具变量（Nunn 和 Qian，2014）。 ， 是一个 0−1 拟变量：若国

家 在 年接受了中国援助，则该变量的数值设为 1；否则为 0。本文的援助使用的是中国对样

本国家实际落地的援助，因此 测度的是接受援助的平均倾向。
①

为年份 时中国钢铁的年

人均产量。需要注意的是，由于 和 仅在年份或者国家水平上有变化，其单独项被年份固定

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吸收，故在方程（2）中并没有体现这两个控制变量。

Gt−3×Pi本质上，本文利用交叉乘积项（ ）作为援助工具变量的策略与双差分模型（DI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相同。第一阶段的回归将检验接受援助可能性高与可能性低的国家在

援助量上的差异是否因中国钢铁储量充足与否而存在显著区别。在简约模型（Reduced-Form）条

件下，本文将探讨接受援助可能性高与可能性低的国家与中国投票一致性差异是否在中国钢铁

储量充足与否的年份间存在统计上的区别。在基准回归模型里，中国经济崛起对他国的外生冲

击类比于标准 DID 模型中的政策变化，而接受援助的可能性高低类比于 DID 模型中的处理−控

制组概念（Treatment-Control）。不同的是，这里的处理组变量为连续变量，可以理解为来自广义

DID 模型的范畴（Nancy，2008）。
以上 2SLS 估计策略的成功取决于以下两个假设：第一，工具变量需要对核心自变量有足够

的预测力度。中国援助主要是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超过 80.0% 的项目），并且基础设施援建

对钢铁等工业产品需求极大，因此中国选择通过对外援助方式来解决此类行业的库存积压。二

元散点图显示，中国钢铁产量的增加确实与中国对外援助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估计系数

为 0.930，其中 t 值为 9.470，表明正相关性在 1% 的统计性水平上成立。本文将在第五部分利用

第一阶段回归对该相关性进行进一步的正式验证，同时利用 Anderson LM Statistics、Stock-Yogo
test 和 Anderson-Rubin Confidence Interval 来判断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工具变量不能与误差项

存在相关性，即工具变量对因变量的间接影响只能通过援助而非其他未控制的因素进行。由于

中国经济崛起引致的钢铁产量增加来自中国自身的制度性改革（林毅夫，2012），因此钢铁业发

展、国内销量萎靡、钢铁产能过剩、对外援助增多对受助国来说是外生的供给冲击。本文将利用

不同形式的安慰剂检验来评判这一点，详见本文第五部分。

五、实证结果

（一）主要回归结果

该部分报告了主要的回归结果。在这部分的所有国家−年份面板数据回归中，都使用了聚

类在国家水平的稳健标准误（Bertrand 等，2004）。
1. 基准回归结果。表 1 报告了基准的一般最小二乘法（OLS）回归结果。列（1）是未加入任

何控制变量的二元回归结果。核心变量援助的回归系数为 0.013（0.004），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2023 年第 7 期

① 注意，由于我们的工具变量部分来自于援助构建的接受频率，该方法还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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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在列（2）和列（3）中依次加入了年份固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估计系数仍然在 1% 的水平上显

著，只是加入国家固定效应后估计系数有较大幅度的下降（81.3%），表明控制国家不变特征变量

的重要性。列（4）的回归加入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以及人口总量指标，援助的

估计系数有小幅下降，但并没有影响其显著性。最后一列进一步考虑了民主程度以及与中国建

交时间长短的影响，核心变量援助的估计系数仍然为正，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根据列（5）的
回归结果，中国对国家 的援助每增加一个标准差（2.210），该国与中国投票一致的比率将增加 0.4%。
  

表 1    援助对与中国投票一致频率的影响（OLS）

因变量：与中国投票一致的频率

（1） （2） （3） （4） （5）

中国援助 0.013***（0.004） 0.016***（0.004） 0.003***（0.001） 0.002***（0.001） 0.002***（0.001）
人均GDP（log） 0.086*（0.046） 0.087*（0.047）

教育 −0.011（0.053） −0.009（0.053）
人口（log） 0.114**（0.047） 0.116**（0.048）

民主 0.017（0.028）
建交时长（log） 0.031（0.511）
年份固定效应 非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非控制 非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squared 0.036 0.050 0.901 0.902 0.902

观测值 1 424 1 424 1 424 1 424 1 424
i　　注：括号内为稳健的、聚类在国家水平的标准误；因变量是在中美投票相反的决议中，国家 与中国投票一致的频率；核心自变量

为滞后两年的中国援助价值；控制变量包括人均GDP、教育水平、人口数量、民主水平和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时长；*** 、**和*

分别表示在1%、 5%和 10%水平上显著。下同。
 
 

i

表 2 报告了使用交叉形式工具变量的 2SLS 回归结果，面板 A 为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面板

B 为对应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列（1）是未加入控制变量的二元回归结果，列（2）控制了年份和

国家固定效应，列（3）加入了所有基准控制变量。在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中，控制变量的增加虽

然使得回归系数由 0.011 下降至 0.007，但并没有影响回归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援助系数的估

计值持续为正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Anderson LM Statistics 显示，模型不存在限制识别的问题，

回归系数得到有效估计。若允许 2SLS 估计容错率在 15% 的水平，Kleibergen-Paap F-Statistic 超

过了 Stock 和 Yogo（2005）建议的临界值，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在统计上足

够解释中国援助的变化。面板 B 中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列（2）与列（3）的模型设定下，

Durbin-Wu-Hausman 一致拒绝 OLS 估计与 2SLS 估计相同的原假设，表明 OLS 估计确实存在援助

的内生性问题。同时，列（3）的 2SLS 估计系数为 0.023，比原 OLS 估计系数高出较多，说明

OLS 估计严重低估了援助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正向作用。列（3）弱工具变量稳健的 Anderson-
Rubin Interval（区间估计）显示，即使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影响，中国对国家 的援助仍然对因变量

存在显著且正向的影响，这进一步增加了基准结果的可信度。在面板 B 列（4）中，本文给出了简

约模型（Reduced-Form）的估计结果，与预期相符（工具变量的传导机制），工具变量对因变量也

存在显著且正向的影响，表明接受中国援助概率更高的国家更有可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中与中

国保持一致。

i在影响大小方面，根据列（3）的估计结果，中国对国家 的援助每增加一单位标准差，该国在

联合国与中国决议投票的一致性上升 5.1%。①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影响大小足以改变一些重要

车    翼、贺晓宇、张    燕：对外援助与国际影响力：来自中国经济复兴的证据

① 本文也考察了当期援助、滞后一期援助、滞后三期和滞后四期援助的影响。上述结果皆显示援助显著提高了投票一致频率，并且滞后

三期援助的估计系数最大，表明投票一致频率的增加在援助结束的一年内达到极大。其成立的可能原因是：口头承诺与长期项目的预期风险

更高，受助国更看重中期项目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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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的投票结果。例如，根据联合国大会规定，得票率在三分之二及以上的决议会通过。中国投

赞成票的决议 5 372 号（A/RES/69/178，促进建立一个民主和公平的国际秩序）的得票率为 68.8%，

根据本文估计的基准系数大小，一个标准差的中国援助足以决定该决议是否通过。
  

表 2    援助对与中国投票一致频率的影响：工具变量方法

面板A: 第一阶段回归
因变量：中国援助价值（滞后两期log）

（1） （2） （3）

钢铁产量×援助频率 0.011***（0.001） 0.007***（0.001） 0.007***（0.001）

控制变量 非控制 非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非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非控制 控制 控制

R-squared 0.553 0.638 0.639

Kleibergen-Paap F-statistic 298.016*** 28.496*** 29.122***

Anderson LM Statistics 50.646*** 18.635*** 17.055***

观测值 1 424 1 424 1 424

面板B: 第二阶段回归
因变量：与中国投票一致的频率

（1） （2） （3） （4）

中国援助 0.021**（0.009） 0.024***（0.009） 0.023***（0.009）

钢铁产量×援助频率 0.002**（0.001）

控制变量 非控制 非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非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非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Durbin-Wu-Hausman 7.572** 22.708*** 18.921***

AR Confidence Interval [0.003，0.039] [0.009，0.0048] [0.008，0.044]

观测值 1 424 1 424 1 424 1 424

　　注：工具变量为滞后3年的中国钢铁年人均产量与受助国接受中国援助频率的乘积项。下同。
 
 

i

i

i

2. 安慰剂检验。虽然本文无法在社会科学中滴水不漏地证明识别策略的有效性，但可以通

过安慰剂检验（Falsification Test）来侧面检验设计的可靠性。本文的关键在于交叉形式的工具变

量需具有排他性（Exclusion Restriction）性质，即该工具变量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作用来自中国对

外援助而非没有控制的其他变量。在现有的模型框架下，本文将尝试分析逻辑上不可能出现的

自变量显著影响因变量的情形，如果在实际回归结果中出现了自变量的估计系数显著，说明现

有的模型设计及其对现实逻辑的理解完全错误，即证明了工具变量不满足外生性条件。因此，

本文使用未来工具变量的变化回归过去中国对国家 的援助。由于未来的中国钢铁产量不可能

违背常理地影响已经发生的中国对外援助，如果发现了该工具变量的显著影响，显然是模型设

计存在漏洞，没有有效地捕捉第三方干扰因素。表 3 的面板 A 中，本文提供了三组一阶段回归

的安慰剂检验结果：列（1）和列（2）分别使用 2006−2010 年和 2010−2014 年的交叉形式工具变量

回归 2000−2004 年中国对国家 的援助；列（3）和列（4）分别使用 2007−2013 年和 2008−2014 年

的交叉形式工具变量回归 2000−2006 年中国对国家 的援助。在以上所有的情况下，我们并没有

发现未来的交叉形式工具变量会影响过去的中国援助，从而从侧面证明了基准回归识别策略的

有效性。

i

在面板 B 中，本文根据面板 A 中的逻辑尝试了简约的回归模型，即使用未来工具变量的变

化回归过去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变化（因变量）。按照本文的理论假设，在中国还没有与国家 以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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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助的方式进行交流时，国家 在联合国与中国的投票一致率不会受到影响。在列（1）−列（4）中，

本文提供了与面板 A 中一阶段对应的简约模型回归结果（因变量变更为国家 与中国投票的一致

率）；列（5）给出了整个样本期间的简约模型安慰剂检验结果。本文使用样本期间（2000−
2014 年）工具变量的变化回归过去（1985−1999 年）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变化。在上述所有情况

下，面板 B 中报告的安慰剂检验结果都显示基准模型结果并没有违反常理，这也从侧面进一步

支持了基准模型的设置有效性。通过将美国与世界银行对样本国家的援助分别作为核心解释变

量，本文考察了工具变量是否通过其他主要援助影响因变量。结果显示，工具变量并不能通过

其他主要援助对投票结果产生影响，从而进一步印证了工具变量的排他性假设。
  

表 3    援助对与中国投票一致频率的影响：工具变量安慰剂检验

面板A: 第一阶段回归

援助（2000−2004年） 援助（2000−2006年）

2006−2010年 2010−2014年 2007−2013年 2008−2014年

（1） （2） （3） （4）

核心自变量

钢铁产量×援助频率 0.003 0.009 0.006 0.004

（0.006） （0.007） （0.004） （0.00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squared 0.558 0.561 0.503 0.500

观测值 325 325 543 543 

面板B: 简化形式回归

与中国投票一致频率（2000−2004年） 与中国投票一致频率（2000−2006年）
与中国投票一致频率

（1985−1999年）

2006−2010年 2010−2014年 2007−2013年 2008−2014年 2000−2014年

（1） （2） （3） （4） （5）

核心自变量

钢铁产量×援助倾向 0.030 0.005 0.012 0.004 −0.001

（0.018） （0.019） （0.014） （0.015） （0.01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squared 0.884 0.882 0.868 0.868 0.738

观测值 325 325 543 543 1 517
　　注：面板A中列（1）和列（2），因变量均为2000−2004年的中国援助，核心自变量为使用2006−2010年和2010−2014年中国钢铁年

人均产量与受助国接受中国援助频率构造的工具变量；面板A中列（3）和列（4），因变量都是2000−2006年的中国援助，核心自变量为

2007−2013年和2008−2014年中国钢铁年人均产量与受助国接受中国援助频率构造的工具变量。面板B中列（1）和列（2），因变量都

是2000−2004年与中国投票一致的频率，核心自变量分别为使用2006−2010年和2010−2014年中国钢铁年人均产量与受助国接受中

国援助频率构造的工具变量；面板B中列（3）和列（4），因变量均为2000−2006年与中国投票一致的频率，核心自变量分别为使用

2007−2013年和2008−2014年中国钢铁年人均产量与受助国接受中国援助频率构造的工具变量；面板B中列（5）的因变量为

1985−1999年与中国投票一致的频率。
 
 

为了尽量穷尽可能进行证伪检验，本文根据 La Ferrara 等（2012）的做法，进行了 1 000 次“错

误”回归并将得到的估计系数密度绘制在图 1 中。具体而言，首先在不同年份随机产生与实际

钢铁产量和接受援助概率完全不同的值；然后把这些“错误”的值代入第一阶段和简化形式的

回归。根据本文的理论框架，这些“错误”的工具变量不应该对援助产生显著影响。如果“错误”

情境下的工具变量估计系数与“真实”情况下的系数基本相同，那么显然本文设计的模型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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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现实，即该识别策略无法回答本文提出的问题。结果如图 1 显示，“错误”情形下得到的工具

变量密度分布基本在零值附近，并且该分布并不与黑色竖线标识的真实估计值重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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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使用“错误”工具变量实验 1 000 次的结果

注：通过生产与实际接受援助概率和人均钢铁产量完全不同的随机值构造工具变量进行第一阶段和简约形式的回归。将上述试

验重复 1 000 次后得到估计系数密度分布，并绘制在图中。
 

综上所述，上述三类安慰剂检验并没有证明基准的识别策略存在严重漏洞，从而进一步增

强了本文基准实证结果的可靠性。

（二）进一步结果探讨：传导机制

对外援助白皮书的内容表明，中国对其他国家进行援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促进受助国的经

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如果援助达到了这样的目的，必然会增加受助国对中国的好感，因此提高

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为了检验这一逻辑，本文使用基准公式（2），以工业发展类指标作为因变

量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援助显著促进了受助国交通、电力、移动电话和信息网络设

施的全面建设，从而为工业发展奠定基础。表 4 列（1）−列（3）显示了援助对相应工业发展的影

响。列（1）的结果显示，援助显著增加了受助国的工业增加值。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定

义，我们在列（2）和列（3）中使用两个备选的工业发展指标，即工业产能（工业附加值与人口的比

值）和工业密度（工业附加值与 GDP 的比值）。列（2）和列（3）的结果相似，援助系数仍然为正向

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表明，中国援助通过对基础设施等项目的投入的确显著推动

了受助国的工业化发展。
  

表 4    机制分析−工业发展

工业附加值 工业产能 工业密度 工业就业率 农业就业率 制造业附加值 第三产业附加值

（1） （2） （3） （4） （5） （6） （7）

核心自变量

援助 0.156*** 0.074** 0.036** 1.115* 2.057*** 0.122*** 0.148***

（0.039） （0.030） （0.016） （0.669） （0.727） （0.042） （0.03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411 1 411 1 411 1 424 1 411 1 411 1 411
　　注：列（1）的因变量为工业附加值；根据U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对工业产能和工业密度的定义，列（2）的因变量为

工业附加值除以人口（世界银行数据），列（3）的因变量为工业附加值除以GDP（世界银行数据）；列（4）和列（5）的因变量分别为工业

和农业的就业率；列（6）和列（7）的因变量分别为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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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文献中，有学者发现中国的项目援助通常由中方自带工人参与（Wegenast 等，2019），

并不雇佣受助国的工人，因此中国援助并没有提升当地居民的福利。这类研究的一个较大缺陷

在于没有考虑中国援助的自选择性问题：中国援助可能选择性地进入较为落后的地区，力图改

变其现状。这也符合中国对外援助白皮书中所倡导的援助需要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在这种情

况下，这类研究的模型估计显示中国援助与失业的负向关系并不难理解，但这并不能证明中国

援助将导致失业，只能说明中国援助的正向作用（若存在）不足以扭转当地的经济窘况。利用能

够克服自选择问题的公式（2），本文在表 4 列（4）和列（5）中分别检验了中国援助对受助国工业

就业率和农业就业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使用解决自选择性问题的因果关系模型之后，中国

援助促进了受助国的工业就业率，说明中国的援助项目在雇佣了当地工人的同时也促进了当地

的工业发展。并且，本文发现受助国的农业就业率下降，表明中国援助促进了受助国的农村劳

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一现象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重要一步（Lewis，1954），也间接印证了中国

援助推进受助国工业化的结论。

制造业对一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达国家就是利用自身制造业的优

势压低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价格来实现剥削的。但是，跨越阶段的工业化必然失败，先发展工

业再发展服务业才是正确的道路。在表 4 列（6）和列（7）中，本文对发展指标进行细化，具体检

验了中国援助是否促进了受助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因变量分别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附

加值。列（6）和列（7）的结果显示，中国的援助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长，这说明受助

国的农村劳动力同时转移到了第三产业部门。

i

i t

由于目前发展中国家仍不断发生内战，而战争对经济发展存在不可估量的损失（Miguel 和

Roland，2011）。内战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民的生活水平达不到预期（Miguel 等，2004）。

Nunn 和 Qian（2014）发现，美国的粮食援助增加了受助国发生内战的可能性，这主要是因为粮食

运输过程中会经过政府控制薄弱的地区，增加了反政府武装对粮食进行掠夺的可能性。既然和

平是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同时也有文献探讨过个别援助类型（如粮食援助）对和平稳定的负面

影响，本文在表 5 列（1）中对内战进行相关分析。因变量为国家 是否发生内战的虚拟变量，若国

家 政府与一个或多个内部反对派团体之间在年份 发生冲突，则因变量值设为 1；否则为 0

（UCDP/PRIO Armed Conflict Dataset）。列（1）的结果表明，中国援助显著降低了内战发生的可能

性，援助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会促使内战发生的可能性降低 19.40 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援助促

进了经济发展，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进而增加了发动内战的机会成本；并且，由于本文涉及的

援助大多为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存在 Nunn 和 Qian（2014）所说的因粮食被抢而引发的内战。

根据 Acemoglu 等（2005）的研究，在和平与经济进入增长通道的基础上，有效的政府管理才

能保障经济的持久增长。Isaksson 和 Kotsadam（2018）发现，在中国援助建设项目较多的地区，受

调查居民认为当地政府存在更多的腐败行为。他们认为原因在于：中国援助并不要求受助国对

政府进行治理；同时根据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的测度，中国自身的腐败程度较高，并可能通

过与当地政府的交流把中国的腐败文化传递出去，最终导致当地的腐败程度增加。本文认为：

第一，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作为第三方研究机构对中国的腐败调查指数并没有得到官方认

可。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第三方的主观判断无法反映中国的真实情况。第二，Isaksson 和

Kotsadam（2018）使用了 OLS 模型探讨援助与腐败的相关性，但并不能说明中国援助导致了腐败

的增加，很可能是中国有意识地选择发展较落后地区进行援助来改善当地的经济基本面，同时

文化和地理等遗漏因素可能影响援助和腐败。因此，上述问题将导致 Isaksson 和 Kotsadam（2018）
的估计存在偏差。为了更充分地探讨本文的机制，同时弥补 Isaksson 和 Kotsadam（2018）中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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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论缺陷，列（2）将公式（2）的因变量更换为政府的廉洁水平，据此来探讨中国援助对受助国政

府腐败水平的影响（Acemoglu 等，2005）。政府廉洁水平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该指数反映了

政府对官员和精英以公谋私的控制能力，估算数值在−2.5 到 2.5 之间，越大的数值表示政府更加

廉洁。列（2）的结果显示，中国援助显著提升了受助国政府的廉洁水平。按照估计系数，中国援

助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受助国政府的廉洁水平将提高 0.159。对该结果的一种可能解释是：中国

的儒家文化思想强调廉洁奉公，受助国在接受中国援助的过程中（项目接受、商谈和建设），受

到中国援助负责人和项目工作人员的包括廉洁奉公思想的儒家文化的影响，潜移默化地提升了

廉洁水平。
  

表 5    机制分析−其他指标

内部冲突发生率 政府清廉度
清廉度：中国文化

影响大

清廉度：中国文化

影响小

受助国民众对

中国态度

（1） （2） （3） （4） （5）

核心自变量

中国援助 −0.088**（0.037） 0.071*（0.041） 0.073*（0.039） 0.099（0.073） 0.032*（0.01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Kleibergen-Paap F-statistic 29.122*** 29.122*** 5.438* 11.547**

Anderson LM Statistics 17.055*** 17.055*** 4.585** 9.188***

Durbin-Wu-Hausman 22.397*** 17.348*** 9.095*** 12.042***

观测值 1 424 1 424 494 930 60 154
　　注：列（1）的因变量为国家i是否发生内战的指示变量，若国家i的政府与一个或多个内部反对派团体之间在年份t发生冲突，则设

为1；否则为0。列（2）的因变量为国家i的清廉水平，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用以反映政府对社会精英和官员以公谋私的控制能力

（Acemoglu等，2005），该指数的数值越高表示政府的清廉水平越高。列（5）的因变量为个体对中国的评价指数，来自Pew Research
Global Attitudes调查，分为“很有好感”“有些好感”“不喜欢”“很不喜欢”四类，该因变量的数值越高表示对中国的评价越好。由于

列（5）使用了差分的OLS以消除个体固定效应，提高计算效率，因此不报告三项检验值。
 
 

儒家文化强调“廉政以为民”“吏以廉为先”，并在相关著作中皆有论述，如孟子言“可以

取，可以毋取，取则伤廉”；《周礼》对官吏品德提出“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

五曰廉法、六曰廉辨”的要求。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 2 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强调

包括清廉从政、勤勉奉公思想在内的儒家文化可为国家治理提供启示。若援助中渗透廉政文化

思想的假设成立，则被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国家更容易接受中国援助工作人员在项目执行过程

中清正廉洁的行为并加以模仿，也更愿意接受中国国内的反腐败政策，因此中国援助对当地政

府廉洁水平提高的作用更大。

本文对上述推断进行了实证检验。第一，整理了国家汉办关于各国孔子学院的数量统计

（数据来源于 http://www.hanban.org/index.html），用以表征各国受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的程度；第

二，使用各国孔子学院数量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大于和小于中位数的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

列（3）和列（4）的结果显示，中国援助对受助国政府廉洁水平的正向作用在受儒家文化思想影响

较大的子样本中更加显著，从而验证了中国援助是通过正能量的文化传播这一渠道影响因变量

的。同时，该结果也符合当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上述的机制结果表明，中国援助显著改善了受助国的发展状况。基于这些结论，对于基准

结果，一个更为直接的解释机制是：受助国居民对中国具有更多的好感，持有更高的评价，也就

更愿意接受中国的立场。本文假设接受中国援助较多的国家对中国的评价更高，与中国在联合

国投票的一致比例会更高。为检验这一推断，本文使用 Pew Research Global Attitudes（20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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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问卷调查进行分析，并利用 Pew 调查中的问题“Please tell me if you have a very favorable，
somewhat favorable，somewhat unfavorable or very unfavorable opinion of China”构造因变量。因变

量的数值为 1、2、3 和 4，数值越大表示对中国的评价越高。在剔除掉遗漏数据后，本文得到了

横跨 30 个国家的 60 154 个样本。使用公式（2）对其进行回归，并将因变量更改为个人对中国的

评价，回归结果汇报于表 5 中的列（5）。结果显示，中国援助显著提高了受助国居民对中国的评

价，中国援助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受助国居民对中国的评价将提高 0.1 个标准差。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对外援助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内容之一，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今都备受中央

政府重视。2018 年《关于改革援外工作的实施意见》和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决定的通过都

标志着中国对外援助工作科学体系的逐渐完善和成熟，其中特别强调了对外援助将服务于中国

外交整体布局，充分发挥其作为提高国际影响力重要手段的作用。据此，对外援助在未来不仅

是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渠道，也是彰显负责任国际成员形象的关键平台。目前系统探讨

中国对外援助影响的文献较少，而西方媒体就中国对外援助的有效性进行片面报道。基于上述

背景，本文利用 2000−2014 年间 111 个国家接受中国援助的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对援助是否

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展开分析。研究表明：援助促进了受助国的工业和社会发展，传播了中国

的廉政文化，正向影响了当地居民对中国的积极评价，显著增加了受助国对中国立场的认可度，

进而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启示：第一，本文为“中国模式”的有效性提供

了证据（基础设施建设先于经济发展，这对后续工业化有重要作用），从侧面验证了现有政策的

正确性。第二，应发挥援助对输出中国优良文化的作用。应设置一定的激励机制，鼓励参与“走

出去”援助的中国员工恪守优良传统，向接受援助国的人民传播中国文化的正能量，增强对外援

助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作用。第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援外理论体系还需考虑援助的实际效

益。为了提高中国援助的效果，需要针对不同文化背景、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援助对象，因

地制宜地制定合理的援助目标、分配援助资金，解决受援助国家急需面对的社会问题。第四，应

改进对外援助的匹配机制。在匹配援助对象时更加注重援助对其产生的经济效益而非受助国的

政治偏好，尊重受助国的选择与比较优势。将援助、投资与贸易有机结合，以推动受助国的经济

发展。第五，要通过严格的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宣传对外援助是正面的外交手段，助力中国早

日实现大国外交的国际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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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oing out” strategy, Chinese aid not only benefits the social de-

velopment of recipient countries, but also enhances China’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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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developing countries receiving Chinese aid and the voting records of countries in the United Nations Gen-

eral Assembly (UNGA) from 2000 to 2014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Chinese foreign aid on China’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By using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s constructed by the increase of steel production and the probability of

receiving Chinese aid due to the economic rise of China, the empirical analysis finds that: First, Chinese aid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proportion of recipient countries voting in accordance with China’s resolutions

in UNGA. Second, official development aid projects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benchmark results of this pa-

per.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in resolutions on human rights voted b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op-

posite direction, Chinese aid has played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enhanc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Third, in terms of the mechanism, contrary to the Western media’s “smear” of Chinese foreign aid, Chinese

aid has promoted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recipient countries, increased employment, and promoted the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meanwhile, Chinese aid has promoted the spread of China’s “clean govern-

ment” culture, improved the status quo of government corruption in recipient countries, and ultimately promp-

ted the residents of recipient countries to evaluate China more positively.

To sum up, this pape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foreign ai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ositive image of Chinese foreign aid.

Key words:  Chinese foreign aid； voting in UNGA； instrumental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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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ogenous value and transaction depth of international trade network are discussed, and the internal mechan-

ism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promote the decline of the import price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is

distinguished and measured from the mechanism. And the causal effe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the decline of the import prices of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is more rigorously identified by using the DID meth-

od. Third, import trad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a country’s introduction of technology and capital and

prosperity of the domestic market. It is particularly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

ative will help to reduce the import price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This paper objectively evaluates the

practical policy effe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promoting the rational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and provides support for the follow-up research.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import price； bargaining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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